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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与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列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之一，

也是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近 30 年来，金融自由化一直是 IMF 所追求的目标；开放金

融市场、放松政府管制、让“无形之手”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佳配置，是 IMF 向成员国尤其是

发展中成员国反复提出的忠告。IMF 的这一政策倾向性来自在应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金

融危机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在 IMF、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形成了共识，并

因为三者均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而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简言之，华盛顿共识是专为应对拉美金融危机而设计的，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

增长之良方的一系列政策的通称，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其三大支柱，主要内容

包括缩小政府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放松监管、迅速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尽管这些政策

对于当时的拉美国家走出危机、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

这些政策是为应对危机而设计的急救方案，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长期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并未获得确认。本世纪初，拉美金融危机卷土重来，而且发生在被 IMF 视为遵循“华盛顿共

识”之楷模的阿根廷身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二，这些政策在本质上是为拉美国家量身

定做的，其对于其他国家的适用性也未获得确认。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托的“休克疗法”在俄

罗斯的惨败，即为明证。 

  然而，IMF 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华盛顿共识的上述局限，而是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普适经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泰国、韩国、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获得 IMF 贷款的同时都被要求按照 IMF 所提出的方案进行金融

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而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都深深烙上了华盛顿共识的印记。 

  事实证明，这些方案的效果并不理想：严格遵照 IMF 处方行事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深陷

经济低迷，反倒是灵活执行 IMF 方案的韩国和马来西亚，更快地恢复了经济。事实上，市场

化也好，自由化也罢，都不过是手段，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

等，才是目的所在。不分皂白地普遍推行华盛顿共识，无疑是错将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为

了自由化而自由化。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是一套政策，而是成为了一种信仰，

一种意识形态。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理论产生于英美，过去 30 年间在发达国家

迅速发展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影响力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多



个领域。新自由主义者笃信市场的力量，奉行“向下滴流”经济学，相信富人、富国的利益

增长最终会通过市场自身作用惠及穷人、穷国，因而关注交换正义而非分配正义，对通过非

市场手段影响或干预利益分配过程不以为然。 

  尽管这种“市场导向分配模式”理论上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增加社会总福利，但在

实践中却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实践中市场并不总

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次，效率并不是惟一价值目标，公平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价值

取向，诸如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和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是需要关注的事项。

这些都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的单纯市场模式所无法完成的。事实上，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

营的美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已经在国内逐步放弃新自由主义，全面强化政府职能。

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国际社会继续大力鼓吹华盛顿共识，包括利用其在 IMF 中无人能及的影

响力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其醉翁之意，很大程度上在于维持和强化美国的竞争优势，

为美国产业利益和金融利益的全球布局扫除障碍。 

  笔者注意到，IMF是在 20世纪 30年代的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二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其本意是要通过各国政府的经济合作和集体行动，矫正各行其是的各国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灾

难性后果，强调的是市场可能的失灵和政府应当扮演的积极角色。 

  事实上，作为 IMF 知识教父的凯恩斯，本身就是主张市场并不总是可靠、国家必须干预

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然而在今天，IMF 却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和不

遗余力的鼓吹者，以至被有的论者指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其间的奥妙颇堪玩味，值得深

思。 



  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宣言“华盛顿共识”近年来日益受到批评和质疑。作为对它的挑

战，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 1998 年提出所谓“后华盛顿共识”，揭示华盛顿

共识的失败之处，强调政府作用、公平价值和因地制宜，并对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东亚模式

给予肯定。 

  更具系统性和冲击力的则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于 2004 年提出的所谓“北京

共识”。这是雷默在 2004 年发表的同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概念，用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的经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还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

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雷默

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其中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

尽管北京共识是否成立以及是否是对中国经验的正确概括尚可讨论，但其被提出这一事实本

身无疑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多元发展模式的需求。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怎么做也许比做什么更为重要，实施方案的时机选择和顺序安排

也许比方案本身更为要紧。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市场繁荣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但经济

发展、市场培育、法治建设乃至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存在千篇一律或是理所当

然的普适模式。譬如，对于金融体系尚不成熟、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贸然放松金融监管、开放金融市场，迎来的将可能不是金融升级的福音，而是金融危机的噩

耗。在这方面，IMF 已经犯过不止一次错误。 

  因此，IMF 必须改变其长期以来对市场的过度信任和对华盛顿共识近乎意识形态化的坚

持，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为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全球金融问题，根据各国的具体情

况制定适当的方案并适当地加以实施。惟其如此，IMF“便利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



以促进和维护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以及所有会员国生产资源的发展”的基本宗旨才有

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